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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社会”的互融:社会语言学的
核心课题与理论聚焦

田海龙
(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社会语言学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学问，然而，这种预设出“语

言”与“社会”彼此分离而独立存在的观点在 21世纪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研究中受到质疑。本文

通过梳理社会语言学经典和前沿文献，发现社会语言学已经将“语言”与“社会”互融为一个整体进行研

究，而将二者融为一体的“胶粘剂”则是“语言意识形态”概念，以及后续发展出的一套新概念和新理论。

文章详细阐述这一研究发现过程，认为“语言”与“社会”互融为一体并作为社会语言学核心课题，对认

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焦点和进行社会语言学理论创新具有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 语言;社会;语言意识形态;社会语言学;新焦点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 2022) 05－0009－12

Integration of“Language”and“Society”: A New Focus of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and Theorization

TIAN Hailo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358，China)

Abstract: Sociolinguistics has long been conceptualized as a 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but this conceptualization has been challenged in the 21st socio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for having taken“language”and“society”as separated． In reviewing seminal

and edge-cutting literature，this article takes on the proposition of sociolinguistics that“language”and

“society”be integrated into a whole of linguistic action，the“glue”of which is“language ideology”

and the set of recently developed concepts and theories． This new proposition of sociolinguistics is

discussed in terms of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so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olingu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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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s to be brought about by this new focus of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and theoriz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society; language ideology; sociolinguistics; new focus

1. 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系统研究语言与社会彼此相互联系与影响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它可以

研究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化、语言保护、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影响，形成“语言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nguage)”，亦称“宏观社会语言学”;也可以研究社会结构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以及特定的语
言结构如何与特定的社会因素建立联系，形成“社会的语言学( linguistics of society)”，亦称“微
观社会语言学”( Coulmas，1997) 。基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已是非
常宽泛;由于社会语言学具有“交叉学科”“经验学科”( 祝畹瑾，2013) 的特征，其研究内容
更显得无所不包，似乎与社会相关的任何语言使用问题都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之列。如
王春辉( 2019) 所讲，“语言与性别、语言变异与演变、双语 /双方言与多语、语言与认同、法
律语言、语言社区理论、城市语言调查、语言濒危与保护、网络语言、话语分析、语言态度、

新媒体语言、语言服务、语言景观、语言能力、语言资源、地名 /人名、外来词、语码转换、农
民工 /流动群体 /特定群体的语言、语言接触、会话互动、新词新语、语言政策与规划”等等，

都被视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如果在中国知网以“社会语言学”为篇名检索，呈现的
两千多篇中文论文所含盖的内容种类之多，更是不胜枚举。

社会语言学研究课题的宽泛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倡导的研究理念日益得到学界的认

可。社会语言学区别于将语言视为封闭系统的索绪尔语言学，也区别于注重语言生物特
征的乔姆斯基语言学，开创了将语言运用与其所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路径，成

为过去半个多世纪语言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社会语言学以探究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
言为目的，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径，如在探究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的联系中

形成变异社会语言学，在探究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形成交际民族志和互动社会语言学( 田海

龙、赵芃，2021) 。这些研究路径关注的重点不一，产出的理论各异，但是，社会语言学发展
到研究课题似乎“无所不包”的境地，也促使我们思考社会语言学研究课题的实质及其理
论创新的焦点究竟是什么这类涉及社会语言学本质特征的问题。这种思考可以导致对社
会语言学研究范畴的界定和对社会语言学理论边界的确定。但是，本文呈现的思考不以
获取量的确定结果为目的:“核心课题( key issues) ”在本文中包含“主题( topics，themes) ”

的含义，但主要指研究对象( objects) 和由此而生的研究问题( issues) ; 而“理论聚焦( focus
of theorization) ”则更多地指那些既区别于社会学又区别于核心语言学 ( core linguistics)

的、关于社会语言学核心课题的理论观点。因此，本文致力于对社会语言学核心课题应具
有的实质特征进行探究，以阐释社会语言学将“语言”与“社会”融为一体研究的成果，在
此基础上讨论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内涵，从质的方面获取关于社会语言学理论原则的基本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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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课题:演变与突显

2. 1 相互独立的“语言”与“社会”
尽管社会语言学在其诞生初期有“宏观”“微观”之分，但是，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已经

显示出，社会语言学更多地关注“社会中的语言”这样“微观”的问题。“语言”在社会语言
学的研究中指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各种语言变体，而“社会”则大可指称“文化”，小则指称
“社区”，虚可指称“态度”，实可指称“年龄”。这些“社会”与语言变体的关系构成了社会
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徐大明等，1997;郭熙，2004; Wardhaugh ＆ Fuller，2021: 15) ，具体
体现在语言演变、语言变异、语言社区、多语现象、语言相对论等问题上面( Coulmas，1997:
6－8) 。然而，在探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一直沿着“社会决定语
言”( 如情景语境决定意义，见 Manlinowski，1923) 或“语言决定社会”( 如萨丕尔－沃尔夫
假设) ，抑或“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 如认为语言与社会存在辩证关系) 的方向前行，而
“语言”与“社会”则在这个过程中长期被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因素。

例如，在语言变异和演变方面，尽管拉波夫纽约百货商场的经典案例研究确立了语言

变体与社会层级之间的共变关系( Labov，1997) ，但是，这类属于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一次浪
潮的研究将语言变体的社会意义视作来自语言之外的社会宏观结构的作用 ( Eckert，
2016: 68) ，因此对语言变体与社会阶层之间共变关系的考察也是建立在将二者视作两个
独立因素的基础之上。与此类似，不论是“语言相对论”的强式版本，即认为语言固有的
不同结构和词汇可以决定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还是“语言相对论”的
弱式版本，即认为语言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二者都是在将语言与社

会区分为两个不同因素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言语社区和多语现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存
在类似的区分。就前者而言，不论是确定言语社区，还是考察实践社区，只要是考察语言
使用者的社会群体属性，都需要从语言使用的特征入手，如依据共同使用的方言确定方言

使用者属于某个言语社区，或依据在共同感兴趣的活动中使用的语言变体确定语言使用

者属于哪个实践社区。就后者而言，即使是将多语现象作为社会现象来考察，也需要以多
语社会中的语言接触和语言景观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进一步讨论多语现象中所

蕴含的语言态度等问题。

毋庸置疑，将语言与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因素，致力于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社会语

言学有许多课题可以研究，除了库尔马斯( Coulmas，1997) 所列的课题之外，还可以加上许
多，如语言与性别、语言风格、语言态度、语言与互动( Coupland ＆ Jaworski，2009a) ，以及语
言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 ( Paulston ＆ Tucker，2003 ) 。这些课题在不同的教科书
( Wardhaugh ＆ Fuller，2021) 、读本 ( Coupland ＆ Jaworski，1997，2009a; Paulston ＆ Tucker，
2003) 、通览( Coulmas，1997) 中都有呈现。然而，这种罗列随新课题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涌
现会无限延续，任何时期的任何教科书都不可能将其完全囊括。因此，关于社会语言学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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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课题的讨论就需要转而关注更为实质的问题，如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具有什么实质

性特征。

2. 2“语言”与“社会”的互融
实际上，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社会的认识已经从注重彼此之间的关系发展为注重

二者融为一体，开始关注语言与社会二者“合二为一”的“互融”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有所深入，开始触及其研究课题应具有的实质特征。这方面
的认识始于海姆斯和甘柏兹关于言语互动的言语民族志和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根据田
海龙和赵芃( 2021: 90) 的研究，“海姆斯的交际民族志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从一开始就
坚持将语言与社会在概念上合为一体，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语言运用的某种特

定形式和功能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性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社会文化本身的某些特

征。”因此，海姆斯将研究的重心落在“言语事件”上面，认为这种“具有文化特征、基于语
言运用的交际活动”( Coupland ＆ Jaworski，2009b: 576) 既体现语言范畴又体现社会范畴，

是“语言”和“社会”的综合体。在此基础上，甘柏兹的互动社会语言学将言语事件中的
“交际”概念发展为“互动”，将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和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社
会这两条研究路径交汇在“社会互动”上面。在这个意义上，言语民族志分析“言语事件”

的“SPEAKING”模型( Hymes，2009) 和互动社会语言学分析“言语交际活动”的“情景化提
示”( Gumperz，2009) ，是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运用”的研究和关于“社会范畴”的研究两
个研究路径汇合在一起的结果。正如卡博兰德和吉沃斯基( Coupland ＆ Jaworski，2009b)

指出的那样，社会语言学在对语言运用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如果要阐释人际交际得以顺

利进行的机制则必须认识语言运用的社会意义，因此需要赋予语言运用以“社会活动”的
性质;同时，社会语言学在对社会范畴的研究中也认识到，如果要阐释社会身份在语言运

用中如何产生，同样需要关注“社会活动”。

沿着海姆斯和甘柏兹的路径，语言与社会“互融”的进程进一步深入，以至语言与社
会“合二为一”，共同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综合体( complexity) ”。促进这一进程
的是语言人类学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的成果。
“语言意识形态”指语言使用者和研究者对语言的主观认识，是“对语言本质、结构、以
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作出的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的表述”( Irvine，1989) 。“语言意识
形态”概念的提出与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有理论渊源。不同于索绪尔“能指－

所指”的二元符号学思想，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是三元的，除了“符号”和“对象”之外，还有
一个重要的概念“解释项”。在皮尔斯看来，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以及符号与物体之间的关
系之所以可以成为指向关系、象似关系、象征关系，都是解释项居间“猜想( conjecture) ”、“溯
因推理( abduction) ”和“识解( construal) ”的结果( Parmentier，1994: 2) 。皮尔斯关于“解释
项”的论述促使西尔弗斯坦( Silverstein，1979) 用“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调节语言结构与社
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语言意识形态”作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调节力量
( mediating force) ”( Woolard，2021: 2) ，最终将语言与社会粘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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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斯坦基于皮尔斯符号与物体的“指向关系”提出“指向性”的概念，认为一个语
言特征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那个现实社会中的情景，如特定的发音方式可以指向它经

常出现的特定地区或阶层，以及那个地区或阶层中经常使用它的说者。西尔弗斯坦把语
言特征的这种指向意义称为“第一级指向意义( first-order indexical) ”，并认为这种指向意
义具有“预设”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匹茨堡地区双元音 / aw /经常被发成单元音 / o /，这种
发音特征就被语言研究者指向了已经存在的匹茨堡西南部地区和劳工阶层，以及如此发

音的这一地区和阶层的( 男性) 说者。换言之，这种发音特征可以“预设”出发音者的身份
特征( Johnstone ＆ Kiesling，2008: 10) ，因此具有指向意义。然而，这种特定的语言特征也
会被赋予社会意义，如这种发音对某个特定群体来说比其他群体更适合或更应该，或者可

以给该群体带来更多的尊重。该发音特征的这种社会意义被称为“第二级指向意义( sec-
ond-order indexical) ”。这种社会意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在西尔弗斯坦 ( Silverstein，2003:
212) 看来，是因为言说者 ( 或研究者 ) 受“民族元语用驱动 ( ethno-metapragmatically
driven) ”对这一语言特征进行“本地解读( native interpretation) ”的结果。换言之，是言说
者( 或研究者) 依据已存在于自己认知中的文化语境图式( stereotype) 对这个具体的语言
使用情景实施主观识解的结果。就匹茨堡地区双元音单元音化的案例而言，由于头脑中
已存在的文化语境图式，如拥有这种双音发单音的发音方式的人多是劳动阶层的男性，那

么，如果一个人想让别人听起来他像是受过教育的人，就要尽量避免双元音 / aw /发成单元
音 / o / ;反之，如果想让人听着更像劳工阶层，就要努力在言谈中使用这种单元音化的发音
方式( Johnstone et al．，2006: 83) 。可见，在该发音特征的第一级指向意义“预设”语境的基
础上，第二级指向意义则“蕴含( entailing) ”出社会意义，使人们认识到这种发音特征适合
哪种情景，和哪种社会身份匹配。在这个语言变体创新使用的过程中，语言意识形态发挥
了重要作用，它将语言变体与言说者的身份已融为一体，进一步体现为西尔弗斯坦所说的

“第三级指向意义( third-order indexical) ”: 当人们不仅注意到将 / aw /发成 / o /这个语言变
体指向匹茨堡西南部和劳工阶层( “第一级指向意义”) ，而且注意到这个具有地方特征的
语言变体已经形成了一种言谈风格( “第二级指向意义”) ，并将这个风格变异与他们作为
匹茨堡人经常听到的方言变体联系在一起，这时，如果他们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图示，即

每个地方都有方言，听到一种方言就可以知道说这种方言的人来自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就

可以在自己的言谈中使用这种语言变体( 如将 / aw /发成 / o / ) ，以显示自己来自那个地方，

或者创造一种幽默，抑或创造一种轻松的氛围。这种被实施的( performed) 言谈氛围即是
第三级指向意义，将使用该发音的意愿与听起来具有地方性的言谈联系起来，进而将发音

与身份合为一体。

2. 3“语言”与“社会”的全方位融合
社会语言学始于对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各种认识经过不断的演变

和发展，最终聚焦在语言与社会“合为一体”的认识上面。这种核心课题的聚焦点体现在
贝尔( Bell，2014: 6－12) 识别出的社会语言学全部三个分支领域: 变异社会语言学、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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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互动社会语言学、多语现象社会语言学。就变异社会语言学而言，经过第一次浪潮对
语言与社会共变关系的研究和第二次浪潮对言说者能动性的关注，第三次浪潮对风格实

践的研究更加凸显了语言变异对言说者身份的建构作用( 田海龙，2022) ，因而也明显地
体现出语言与社会的“综合体”特征，即言说者的身份 ( identity ) 、风格 ( style ) 和立场
( stance) 都镶嵌在具体使用的语言之中，与语言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民族志－互
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而言，前面讨论的“言语事件”已经集语言与社会为一体，然而，民族
志－互动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社会“互融”认识的深刻程度远非如此。甘柏兹和海姆斯
在认为会话含义是在言语互动过程中由会话双方互动协商生成的同时，还认为社会因素

与言语形式的关系不是一种共变关系，言语交际也不是仅仅反映其他社会因素。对此，兰
普顿( Rampton，2016: 308)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互动社会语言学关于言语交际的研究并不
是说明言语交际仅是反映与言语交际相关的其他因素( 如社会规范) ，而是表明这些社会

因素本身就存在于交际行为之中。兰普顿 ( Rampton，2016: 308) 甚至认为甘柏兹的观
点———关于行为规范不应该是其他独立存在的社会规范的反应———与福柯的话语建构论
如出一辙。在多语现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面，虽然社会生活中语言运用的宏观问题在
语言政策研究中仍然受到关注，但是，语言使用者如何在多种语言中做出选择并利用语言

资源实现自身目的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语言被视作社会实践的研究日益凸显。在这
方面，布鲁玛特( Blommaert，2010) 通过对互联网上“出售美国口音课程”案例的研究，表明
语言可以成为商品并在国家层级的语言市场上具有商业价值。边缘地区的人通过购买和
学习如何讲美国口音的课程，其目的是实现身份的提升并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在这个
意义上，语言与社会形成互融; 正如贝尔 ( Bell，2014: 9) 所指出的，语言不仅为社会所建
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社会。

3. 理论聚焦:发展与创新

社会语言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研究课题非常广泛，但是，其核心课题仍然是围

绕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而且，各种认识在不断探索中相互交流，甚至碰撞，最终将

语言与社会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合为一体，构成社会语言学新的核心课题。这一过程不
仅将社会语言学内部的不同领域统一在共同的兴趣之上，如将贝尔( Bell，2014) 认为的社
会语言学三个主要分支及其次要分支( 如语言政策与规划、应用语言学、语言接触、语码转
换、方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与性别、语用学、语言人类学、会话分析、话语分析、语言社会
心理学) 的研究内容统一起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基

本内涵。这对我们认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原则非常重要。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之所以区别
于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关键在于它在研究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运用方面打破了宏观 /微
观的二元对立、解释了语言与社会互融的机制，并且形成了关于社会语言学理论焦点的共
同认识。
41

山东外语教学 2022年第 5期



3. 1 二元对立的消解
宏观 /微观二元对立思想的消解对社会学解决类似的问题提供了帮助。在社会生活

中，可观察的许多( 微观) 活动都与其背后不为人知却起到控制作用的( 宏观) 社会规约相

关。就具体的案例研究而言，不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抑或是在二者之间的联
系方面，都需要有具体可观察的对象。然而这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也非易事。在这方面，海
勒( Heller，2001: 212－213) 认为社会语言学完全适合解决这类问题。她认为，“宏观－微
观”的联系体现为社会时空中社会互动之间的联系，而社会语言学不仅可以分析沿时间轴
展开的互动，还可以分析不同时间段的不同互动之间的联系。这些互动即是集语言与社
会为一体的“交际事件”，或曰体现为社会活动的语言( language as social action) 。在这个
意义上，语言不仅仅是社会过程的反映，而是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海勒( Heller，
2001) 认为，语言与社会二者融为一体，成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这是社会语言学对社
会学的一个理论贡献。她通过一个学校语言实践的案例研究，在“消解宏观 /微观二元对
立”思想方面做出了具有社会语言学特征且区别于社会学的理论贡献。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二元对立”思想不仅体现在“宏观 /微观”层面，还体现在“结构 /

能动”“规约 /实践”等成对的概念上面。在语言与社会被视作彼此独立的因素时，二元对
立思想盛行，即使二者被认为具有辩证关系，如宏观层面的结构和规约被认为对微观层面

上的能动和实践具有统治和规范的作用，而微观层面的因素也能反映宏观层面的因素，这

种概念上的“对立”也无法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将语言与社会“合为一体”的新思想。随着
语言与社会被作为一个综合体成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这些二元对立的思想也逐步

被消解，并被“标量路径( scalar approach) ”所取代( Spitzmüller et al．，2021: 7) 。“语言”与
“社会”不再被认为处于二元对立的地位，而是被看作是处于一个连续体上的两个标量，

在如直尺刻度显示的量的变化范围内动态变化，在彼此相关且相互构建的过程中，二者之

间的边界也不是确定的，而是通过对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进行阐释才能呈现出来。

3. 2“语言”与“社会”的“胶粘剂”
在语言与社会彼此独立存在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时，语言人类学者( 如 Silverstein，

1979) 提出“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因此，语言意识形态也被沃勒
德和舍夫林( Woolard ＆ Schieffelin，1994: 72) 认为是一座“非常需要”的连接语言运用与社
会结构的桥梁。随着“宏观 /微观”二元对立的消解，有学者( 如 Spitzmüller et al．，2021) 认
为这座桥梁已经锈蚀，并需要“修复”。与此相似却也不同，我们在认为“语言意识形态”

是语言研究可以借助的一个分析工具( 赵芃、田海龙，2022) 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看作是
粘结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胶粘剂。可以说，正是“语言意识形态”发挥的“调节作
用”才使得语言与社会互融在一起。

如 2. 3讨论的那样，一个语言变体之所以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完全是在“民族元语用
驱动”下进行“地方解读”的结果。这个“元语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在社会文化层面具
有权威和规范的文化语境图式，一种“模式化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具体语境中使用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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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语言表达形式( 或言说方式) 被赋予具有比其他表达形式更合适的地位，使其产生某种

社会意义。与匹兹堡劳工阶层男性双音单音化的例子( Johnstone et al．，2006: 83) 相似，医
生通过“望闻问切”诊断疾病就被认为比靠“化验检查”诊断疾病更适合于中医医院，这种
中医语体( 治病的行为方式) 和话语( 描述病症的术语) 之所以具有这种“社会意义”就是
因为在社会文化层面上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医医院用中医治病”的这种“模式化观念”发
挥作用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中医医院语言运用的“语言意识形态”便将“社会结
构”内化到“语言形式”之中，促进了语言与社会的互融。同时，在这个调节过程中，社会
文化层面的权威和规约也需要通过具有地方性特征的个体依据这些地方性特征对其进行

解读，社会意义才可以产生。例如，虽然在中医医院使用中医语体和话语更为合适，但是，

这种“一般”的“社会意义”如果被融入“具体”的语言运用之中，成为具体的社会实践，成
为中医医生具体的治病行为，还需要医生个体对这个一般的社会意义进行具体的、因人而
异的“地方解读”( 田海龙，2020) 。可见，“语言与社会”这对二元对立的因素在“语言意识
形态”的调解下，在“民族元语用驱动的地方解读”作用下，被具有个体特征的主观认识融
为一体，形成具体的语言实践。
“语言意识形态”作为“胶粘剂”将语言与社会粘结为一体，体现出社会语言学理论发
展的一个方面。卡博兰德( Coupland，2016a) 曾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发展总结为五个主
题，即市场( market) 、移动( mobility) 、模态( modality) 、媒体( media) 和元交际( metacommu-
nication) 。“市场”指社会语言实践的市场化或资本化问题，“移动”指全球化带来的语言
流动和语言的( 超) 多样性问题，“模态”指意义生成的多模态性，表明除了语言还有其他
各种符号可以生成意义，“媒体”指语言运用的媒介性，以及交际的媒体化问题，“元交际”

则与“反思性( reflexivity) ”相关，促使社会语言学理论从一般和具体两个方向观察语言变
化。就这五个主题而言，“元交际”可以说是上文讨论“语言意识形态”的替代术语。在西
尔弗斯坦( Silverstein，1979) 提出“语言意识形态”概念之后，后续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多
有贡献，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如“指向场域 ( indexical field) ”( Eckert，2008) 、“呈符化
( rhematization) ”( Gal ＆ Irvine，2019) 、“交际界位( stance) ”( Jaffe，2009) 、“语域化( enreg-
isterment) ”( Agha，2007) ，都在不同侧面阐释了语言与社会合为一体的过程。卡博兰德提
出“元交际”的概念，也是强调任何语言实践都融入了社会因素，同时，语言实践中具体运
用的语言又体现着社会意义( Coupland，2016a: 448) ，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语言意识形
态”及其相关研究是社会语言学区别于社会学的一个理论贡献。

3. 3 边界的消解与认识的清晰
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最终导致二者之间边界的消解，不仅使之融

为一体，而且它带来的蝴蝶效应也使其他一些二元对立概念的区别得以消解。以往被认
为彼此界限清晰和确定的范畴，其边界现在也变得模糊不清。例如，“语言政策与规划”

被认为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被认为属于微观社会语言学，这种传统的区分
已经遭到质疑。布鲁玛特( Blommaert，2010) 在对南非开普敦一所中学读写课程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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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个体语言差异对学生身份的建构作用不仅是语言变异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语言政

策与规划需要研究的课题( 田海龙，2021)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问题，不仅体
现出语言与社会合二为一，而且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发展。正如贝尔 ( Bell，
2014: 326) 指出的那样，质疑语言与社会可以区分和独立存在，并且将二者作为整体进行
分析和理论阐释，这无疑是社会语言学对社会科学的独特贡献。

实际上，消解“语言”与“社会”的边界，将二者融为一体进行研究，体现出社会语言学
认识其研究课题的清晰程度，也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关于社会生活中语言运用的实质性理

论主张。这些研究课题和理论主张首先体现在对语言实践“社会意义”的理论探讨上面。
“语言”与“社会”边界的消解导致社会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实践”，探究其包括语言风
格、社会身份、交际界位等在内的“社会意义”。例如，言说者如何通过语言资源构建其语
言风格和社会身份，成为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新关注( 田海龙，2022) 。在这方面，西尔弗斯
坦( Silverstein) 、艾克特( Eckert) 、戈尔( Gal) 、厄文( Irvine) ，吉菲( Jaffe) 等学者做出了很大
的理论贡献。他 /她们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如语言变体( 包括符号变体) 体现和建构不
确定的、因人而异的社会意义，已经成为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核心思想 ( Coupland，2016b:
15) 。

其次，“语言”与“社会”边界的消解，及其所带动的“宏观社会语言学”与“微观社会
语言学”之间界限的模糊，突显了 21世纪社会语言学在语言流动、多语现象、语言市场等
传统课题上提出的新的理论主张。如卡博兰德( Coupland，2016b: 16) 所指出的，由于“宏
观 /微观”概念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建构中逐步被淡化，因此关于多语现象的社会语言学
研究也在重新考虑“语言”( 特别是某些族裔语言) 在多语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它们的
地位及具有的价值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和一成不变的，相反，被认为是从特定话语立场

( 如地方利益) 解读的对象( Coupland，2016b: 16) ，而这种解读也受到与当下全球化的自由
主义经济相关的资本价值变化的影响。可见，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核
心课题不仅体现为宏观 /微观界限的消解，还可以强调对特定语言价值的评判具有动态变
化的特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语言”与“社会”边界的消解带来的对社会语言学理论焦点的
认识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包括前文讨论的层级理论、元交际和语言意识形态，以及本文没
有篇幅展开讨论的批评理论对社会语言学理论建构的贡献。社会语言学理论焦点体现出
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特征，强调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关注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关注语言

使用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对于聚焦社会语言学的最新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语与启示

社会语言学对社会生活中语言运用的研究从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探究开始，发展到

语言与社会的互融阶段，并将二者的综合体“语言实践”视为研究的核心课题。在这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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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语言学也从注重对语言运用现象的经验性描述发展为注重对语言

现象的理论阐释。就本文讨论的内容而言，语言意识形态概念就在理论层面阐释了语言
与社会融为一体的机制。这也代表了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发展方向。21 世纪的社会语言
学更应该是注重理论创新的社会语言学( 田海龙、赵芃，2021) ，这对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发
展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从吴春相、王连盛( 2021) 对国内社会语言学近十年的研究综述
来看，社会流行语和热词、社会语言生活以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构成了社会语言学
的研究热点，但是他们基于期刊论文、出版著作和科研立项的数据统计并没有显示出我国
社会语言学对社会语言学核心课题的理论发展。我国的社会语言学与英美的社会语言学
有不同的研究传统，这是由于不同的国情和研究需求所决定的。然而，从学科的角度看，

社会语言学研究课题的宽泛并不能排除其核心课题的存在，注重理论多元也不能忽视社

会语言学的理论焦点。21世纪的社会语言学已经开启了从“描述”进入“阐释”的发展阶
段，有理由相信这种理论“阐释”将更加聚焦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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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文学与教育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 中外
语言文化比较学会文学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是文学与教育两个研究领域均十分关注的话题。从教育成长小说的发生、发展到

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与文学的关系，再到文学的教育功能，乃至文学教育学建构的可能性问题的探索，文学

与教育的交叉和融合一直以若隐若现的方式贯穿于文学与教育学两个学科领域之中。为推动新时代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探索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路径、新范式、新体系，2022年 11月 11日至 13

日，《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与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将联合举办第二届“文学与教育跨学科研究”学术

研讨会暨( 中国)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文学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进一步推动文学跨学科研究

走向深入，凸显当代学术的中国立场、中国眼光与中国话语。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拨冗赴会!

会议主题:新文科时代文学与教育学跨学科融通研究

子议题( 包括但不限于) : 1. 文学与教育的关系研究; 2. 文学的教育功能研究; 3. 文学教育视域下

的文学翻译与传播; 4. 文学教学研究; 5. 其他相关议题

会议时间: 2022年 11月 12日全天—13日上午

联系人:张老师( 行政事务) 电话: 18769723358

翟老师、靳老师( 学术事务) 电话: 15650562297 15069121872

主办单位:《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承办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协办单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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